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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 １９４９ 之后的 ６０ 年里， 中美关系先后经历了战略敌对、

战略合作和战略模糊三个阶段。 自 ２００８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

逐渐崛起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中美关系也随之加速走向一个战略竞

争的新时代。 中国和美国在新时代的战略关系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竞

争关系， 主要围绕权力地位、 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三个方面展开。 然而，

由于 “战争恐怖平衡” “复合相互依赖” “竞争形式软化” 三大机制的共

同作用， 中美关系在战略竞争时代不同于以往的大国关系， 呈现出一些

“新型大国关系” 的雏形。 但是， 中美两国能否彻底走出 “修昔底德陷

阱”， 建立一种前无古人的新型大国关系， 还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实践中继

续发挥和强化三大机制的保和平、 促合作功能。 中美战略关系今后的演进

趋势将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要实践源泉， 从而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参

与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重大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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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 ２０１４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中美国际经济制度战略与新型大国关系研

究” （批准号： １４ＢＧＪ０５１） 的部分成果， 并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研讨会上宣读， 崔立如研究员、 阎学通教授等与会者对本文提出了诸多修改意见； 此外， 周建

仁、 高曦彤、 陈兆源也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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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体系的基本格局和运行特征一般由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来定义， 理解大国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理解国际体

系的基本前提。 ２００８ 年美国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２０１０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

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两个事件构成了国际体系演进的一个

重要分水岭， 即中国已经崛起为国际舞台上为数不多的全球性大国之一，

并且这一崛起进程仍在持续当中。 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角色， 对国际

体系构成持久而重大的冲击， 其核心表现就是， 作为新兴崛起国的中国和

作为守成霸权国的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正在重新

界定着整个国际体系的基本运行特征。 因此， 要想理解 ２１ 世纪的国际关系，

必须首先理解中美战略关系的基本内涵； 同时， 理解中美战略关系所呈现

的一些新型特质， 也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域。

本文指出， 现今的中美关系已经逐渐进入一个战略竞争的新阶段： 一

方面， 两国在宏观战略层次上展开激烈竞争， 具体表现为对权力地位、 物

质利益和荣誉尊严的全方位争夺； 另一方面， 两国又在微观技术层次上进

行着丰富的合作， 双方都极力避免战争和全面对抗。 这种激烈竞争与深度

合作并存的大国关系， 既与以往的中美战略关系大为不同， 也迥异于国际

关系史上的其他大国关系。 如果中美两国的决策者和民间力量能够深入地

理解这种关系， 并在政策上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有效管控和有利引导， 中美

两国有可能超越 “霸权争夺终不免一战” 的 “修昔底德陷阱”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ｒａｐ）， 从而为国际关系的实践贡献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形态。 对这种新型大

国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和研判， 正在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理论创造的主要增

长点， 尤其给中国学者全面登上国际学术舞台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一　 中美战略关系的历史演进

所谓 “战略关系”， 是指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一种宏观和总体的关

系形态， 特别体现在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关系形态。 它有两个基本特

征： 一是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不易在短期内发生改变，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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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重大的外来与内在的危机和变化； 二是具有较强的主导性， 战略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控制着国家之间在具体问题领域中的其他关系。 分析

大国战略关系的基本特征， 是理解国际关系的首要前提。

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 既是全球实力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环境塑造的产

物， 同时也是大国根据国际形势判断和国内政治运作主动进行政策选择的

结果。 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 在上述两大力量的驱动下， 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

几次阶段性的变化。 每次变化都对既有的国际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 这些

变化不仅体现了中国外交主导思想的历次调整， 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

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演变。

第一阶段， 中美处于战略敌对关系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６０ 年代， 中美经历了大约 ２０ 年的战略敌对， 主要体现在美国

对中国奉行军事上的包围、 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 而中国对美国

实行军事上的针锋相对、 意识形态上的尖锐攻击、 政治关系上对苏联的

“一边倒” 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５０ 年代的朝鲜战争和 ６０ 年代的越南战

争， 则是双方战略敌对关系的高潮体现。 中美战略敌对关系加速了东西方

冷战格局的形成， 并且直接构成了当时的亚太区域格局。 然而， 由于这一

时期中国尚未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中美战略敌对关系也并非国际

体系中的主要矛盾， 而是从属于美苏冷战对峙关系， 因此， 中美两国在当

时的国际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之下， 都比较缺乏可选择的政策空间。①

此时也正是西方基于权力政治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乔

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和汉斯·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主导了人们对当时国

际关系特征的理解。② 而在中国， 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 伟大领袖的个人

思想几乎成为中国判断国际关系的唯一认识来源， 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斗

７２

①

②

也有学者探讨了国内政治的因素影响了中国的战略选择， 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Ｕｓｅｆｕｌ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１９４７ － １９５８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

乔治·凯南： 《美国大外交》 ， 雷建锋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汉斯·摩

根索： 《国家间政治》 ， 徐昕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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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哲学支配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理解。

第二阶段， 中美处于战略合作关系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从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初开始， 中美战略关系又经历了惊险的一跃， 从战略敌对迅速

演变为战略合作。 这种演变既是两国决策者审时度势大胆进行政策调整的

结果， 也是当时国际结构和安全环境变动的产物。 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形成

的首要基础是中美两国在安全上都面临苏联扩张主义的严峻威胁， 这使得

尼克松和毛泽东这两位现实主义大师得以迅速抛弃意识形态成见， 促使中

美停止敌对， 共同遏制苏联的霸权扩张。 之后， 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为中美

战略合作增添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基础： 中国在经济上需要美国

帮助其实现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国家战略； 美国也因为中国开始改革开

放而产生了一种理想主义期许， 认为中国将在价值观和制度上向美国靠

拢， 会成为推动整个苏联模式引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样板。 安

全、 经济和意识形态这三重因素的叠加， 使中美关系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经

历了一段难得的 “蜜月期”。

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而言， 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战略重组刺激了结

构现实主义的兴起。 不仅如此， 中美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 中国的国内改

革以及中国开始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体系， 也给予西方以相互依赖、

民主和平、 国际制度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经验上的重

要佐证。 中国的外交思想则完成了从 “两个拳头打人” 到 “一条线、 一

大片” 的调整， 新一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由此做出了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

主题” 以及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的重大判断。

第三阶段， 中美处于战略模糊关系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 由于苏联的解体使得中美丧失了安全合作的基础， 同时中国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令美国的理想主义期许走向幻灭， 中美进行战略合

作的两大基础都已不复存在。① 与此同时， 日益蓬勃发展的双边经济关系

８２

① 兰普顿用 “同床异梦” 这个概念形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中美关系，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ｍｐｔｏｎ，
Ｓａｍｅ Ｂ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ｒｅａｍｓ：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Ｕ􀆰 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０ （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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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使得中美两国都从中受益， 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 “压舱石”， 而在 ２００１

年 “９·１１” 事件发生之后， 美国进一步发现， 它仍然需要在反恐、 地区

安全等诸多议题上借助中国的力量。 中美开始进入一个战略上的模糊期，

双边关系也出现动荡起伏， 呈现出较大的不稳定性。① 一方面， 中美关系

在意识形态、 安全利益等方面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 如 １９９３ 年

的 “银河” 号事件、 １９９６ 年的台海危机、 １９９９ 年的南联盟炸馆事件和

２００１ 年的南海撞机事件， 它们是这些矛盾和冲突的主要体现；② 另一方

面， 中美在经贸往来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又有着巨大的合作利益， 而且中国

正努力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既有国际制度体系， 并不谋求推翻原有的国际

秩序。③ 更为关键的是， 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④ 美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凭借信息技术革命成为 “孤独的超级大国”， 世界呈现单极化的趋

势，⑤ 这使得中国在战略上主动选择 “韬光养晦”， 不与美国正面竞争，

而美国也在 “接触” 抑或 “遏制” 的战略辩论中最终选择了前者， 并支

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中美在战略上呈现一种比较模糊的关

系形态， 不少战略家对中美关系做出了 “非敌非友” 的判断， 这正是此

种战略模糊关系的体现。

基于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和基于全球化发展的全球治理理论成为这一

时期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要亮点。 这些理论注重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规范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学者阎学通用双方的 “假朋友” 战略来解释这种不稳定性， 并且认为中美战略明确

更能促进双边关系的稳定性， 参见 Ｙａｎ Ｘｕｅｔｏｎｇ， “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 Ｖｏ１􀆰 ３， Ｎｏ􀆰 ３， ２０１０， ｐｐ􀆰 ２６３ － ２９２； 中文版参见阎学通 《对中美关系

不稳定性的分析》 ，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期， 第 ４—３０ 页。
这方面富有影响的代表作是理查德·伯恩斯坦、 罗斯·芒罗的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 ，

隋丽君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１９９７。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Ｉａｉ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０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
１９９９ 年有学者发文， 从经济、 军事和政治三个方面论证中国称不上大国， 而是个中等国

家， 参见 Ｇｅｒａｌｄ Ｓｅｇａｌ， “Ｄｏ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７８， Ｎｏ􀆰 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９，
ｐｐ􀆰 ２４ － ３６。

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ｅｌｙ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７８， Ｎｏ􀆰 ２， Ｍａｒｃｈ ／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５４７９７ ／ ｓａｍｕｅｌ － ｐ －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 ｔｈｅ － ｌｏｎｅｌｙ －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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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而非经济物质结构， 强调观念、 规范和文化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 呼吁通过各国积极合作来塑造共同利益， 携手应对日益

复杂严峻的全球性挑战。① 中国则在各种国际压力之下， 始终坚持 “韬光

养晦” 的战略不动摇。 就国际关系理论而言， 中国语境下的 “韬光养晦”

为发展中大国审慎运用对外权力、 灵活调整外交政策从而迅速取得长远的

进步， 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第四阶段， 中美处于战略竞争关系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以 ２００８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和 ２０１０ 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为分水岭， 中

美战略关系发生了新的阶段性变化。 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

色， 中美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大缩小。 正如中国外长王毅在外交学院的演讲

中所说的，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② 一个全新

的国际主要角色的隆重出场对既有国际舞台的冲击和影响必将是全方位

的。 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 两国在政治、 经济、

安全乃至价值体系等诸多领域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 双方特别是美国开始

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者， 而中国也愈加感到美国是中国实现诸多国际目标

的主要障碍；③ 另一方面， 双方仍然在全球、 区域和双边层次进行着卓有

成效的合作， 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不但没有减弱， 反而进一步深化扩大，

中美目前不仅没有进行大国战争的潜在欲望， 而且都极力避免发生大规

０３

①

②

③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 秦亚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戴维·
赫尔德、 安东尼·麦克格鲁编 《治理全球化： 权力、 权威与全球治理》 ， 曹荣湘、 龙虎等译， 北

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
《王毅部长在外交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 ， 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ｍｆａ＿ ｃｈｎ ／ ｚｙｘｗ＿ ６０２２５１ ／ ｔ１１８７５１５􀆰 ｓｈｔｍｌ。
在学者层面，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 ２０００ 年就已经撰文称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 “ 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１，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 而在官方层面， 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竞选中和上任之初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 “战

略竞争者”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 ， 但之后很快放弃了这一提法， 逐渐改为 “利益攸关方”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 林宏宇分析了美国对中国定位的变化， 参见林宏宇 《从 “战略竞争者” 到 “利害相

关者” ———美国总统选举政治视角下中美关系再思考》 ，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第 ８—
１２ 页。 ２０１０ 年之后， 学者使用 “战略竞争” 来表述中美关系的越来越多， 参见阎学通 《历史的惯

性： 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 第一章； 朱峰：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 ， 《世界经

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第 ４—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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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全方位的冲突和对抗， 力求在竞争中维持双方关系并增强双边合作。

这种既互为战略竞争者又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的新型大国关系特质， 给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都提出了新的课题。① 目前， 还没有既有的

理论能够很好地说明和解释这种竞争与合作交织并存的新型大国关系， 这

无疑为中外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巨大的理论创新空间。②

二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根本在于中美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

促使两国开始大规模调整对彼此的战略。 就实力结构而言， 中国快速崛起

而美国处于持续相对衰落之中， 虽然双方在诸多领域仍然存在一定的实力

差距， 但总体上这种差距正在缩小， 这令双方在越来越多的事务上互相视

为竞争对手。 从战略层面来看， 美国开始高度重视中国的崛起， 高调宣布

“重返亚太” （后称战略 “再平衡”）， 在政治、 安全和经济等多个方面强力

介入亚太事务， 其对华政策也日益严厉， 希望通过施加战略压力， 将中国

的崛起进程控制在美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而中国也被认为变得日益 “坚

定自信”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 在领土争端、 区域安全、 经济合作等方面表现得更加

“奋发有为”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③ 中国开始通过更加主动的对外行为寻求与自身

１３

①

②

③

陈志敏认为， “新型大国关系一定包含竞争关系， 认识并承认竞争关系的存在将有助于我

们更加务实地看待新型大国关系” 。 参见陈志敏 《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分析》 ，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７ 页。

最近一两年里，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研究如雨后春笋， 但这些研究大多关注 “中美

如何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 即将关注焦点集中于中美两国如何通过主观政策能动性来实现一种未来

愿景。 参见达巍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 ，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 第

５９—７３ 页。 与这些研究不同， 本文旨在进行一种事实性分析， 重点探讨当前中美战略关系在客观

上存在哪些新的要素。
尽管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 美国学界、 政界和媒界都频繁使用 “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来表述中国外交

政策和行为的变化， 但江忆恩却对这一概念提出了批评， 认为中国的对外行为并无新颖之处， 参

见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Ｉａｉ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Ｈｏｗ Ｎｅｗ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 Ｉ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ｗ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３７， Ｎｏ􀆰 ４，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 ｐｐ􀆰 ７ － ４８。 柯庆生则认为中国的 “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反而是一件好事， 参

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ｎ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９０， Ｎｏ􀆰 ２，
Ｍａｒｃｈ ／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 ｐｐ􀆰 ５９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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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相匹配的权力地位、 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 可以说， 美国的 “战略转向”

（ｐｉｖｏｔ） 和中国的 “奋发有为” 已成为双方战略竞争关系的最集中体现。

（一） 中美实力结构的变化

美国作为冷战的最终赢家， 之后又引领以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为核心

的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 其综合实力在世纪之交达到顶峰。 美国战略界普

遍对 “美国第一”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充满自信， 认为 ２１ 世纪仍将是

“美国世纪”。① 然而， 以 ２００８ 年美国金融危机为分水岭， 美国的实力地

位呈逐渐动摇趋势， 而中国实力有较大提升， 中美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

化。 美国实力地位的动摇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美国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的金融霸权。② 国际政治经济学家

罗伯特·吉尔平曾经指出， 美国的全球霸权主要由三根支柱构成， 即美

国的军事力量 （ 核武器 ） 、 跨国公司以及以美元地位为代表的金融力

量。③ 这次发生在世界金融体系核心地带的美国的金融危机， 对其金融霸

权地位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 这次危机不仅使几乎所有美国金融机构都遭

受重创， 而且阻碍了其全球扩张的步伐， 这令美元的国际地位受到质疑，

危机之后国际社会 “去美元化” 的步伐逐渐加快。 同时， 以放任自由、

放松管制为核心的美式金融理念广受批评， 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得

不转变理念， 开始强调对国际金融活动加强监管。

第二， 美国债务危机约束了美国政府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投入。 金融危

机余波不断， 使美国政府赤字大幅上升， 国债余额一再触及法定债务上

限， 甚至导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长达 １６ 天的政府关门。 奥巴马政府被迫大规

模削减包括军事费用在内的政府开支。 有学者明确指出， “持续增长的赤

２３

①

②

③

２０ 世纪末，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Ｍａｙ ／ Ｊｕｎｅ １９９８ ） 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９） 等国际知名期刊有多篇文章对此议题进行探讨。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Ｆｒｉ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Ｍｅｎｚｉｅ Ｃｈｉｎｎ， Ｌｏ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２０１１） 􀆰

罗伯特·吉尔平： 《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 ， 钟飞腾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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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和堆积如山的债务正在对美国的国防开支构成巨大的压力”， “这将迫

使美国进行战略上的收缩”，① 甚至放弃一些相当重要的外交目标。② 例

如， 为了处理两党债务纷争， 奥巴马总统已连续两年缺席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 峰会， 令众多亚太盟友和伙伴国对美国重返亚太的诚意和能力

提出质疑。 甚至奥巴马本人也遗憾地表示， 受 ２０１３ 年政府关门影响而没

能参加 ＡＰＥＣ 峰会和推进贸易谈判是 “丧失良机”。③

除了上述两方面的 “硬实力” 之外， 美国长期引以为豪的 “软实力”

也遭到削弱。 第一，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没有实现美国预定的战略

目标， 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国际信誉。 阿富汗战争之后， 美国至今未能在阿

富汗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 而伊拉克战争更是自一开始就面临合法性

危机。 随着伊拉克政权日益面临崩溃的危险， 国际社会更是高度怀疑美国

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能力。

第二， 美国国内频繁出现的政治僵局加剧了国际社会对美式民主的质

疑。 美国民主制度曾以其可实现制衡功能的设计而备受推崇， 被认为是美

国 “软实力” 的重要来源。 而今天美国政治的关键问题则是政府系统无

法推进、 执行连贯而有效的公共政策来应对国家的重大挑战。 曾经对美国

民主非常自信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作中哀叹， 美国的多元主义正在导

致民主制度走向衰败 （ｄｅｃａｙ） ， 首先表现为政府施政效率和质量的不断下

降， 其次则是经济发展放缓、 社会动荡加剧和国际地位弱化。④ ２０１２ 年关

于提高国债上限的博弈以及 ２０１３ 年的财政斗争都是这种政治僵局的戏剧

３３

①

②

③

④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Ｌａｙｎｅ， “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Ｉｔ􀆳ｓ Ｒｅａｌ：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ｘ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５６， Ｎｏ􀆰 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 ｐ􀆰 ２１０􀆰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 ＳＩＰＲＩ） 统计， 美国 ２０１３ 年的国防开支为 ６４０２ 亿美元， 比 ２００９ 年减少 ４􀆰 ２％ ， 若考虑美元贬值因

素， 国 防 开 支 缩 减 更 加 明 显。 ＳＩＰＲＩ，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ｐｒｉ􀆰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ｌｅｘ ／ ｍｉｌｅｘ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左希迎： 《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 ，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４—２８ 页。
《奥巴马认为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是丧失良机》 ， 新华网，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０９ ／ ｃ＿ １１７６２７２８２􀆰 ｈｔｍ。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ａ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 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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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例证。① 对此， 有学者认为， 美国要制定好自己的外交政策首先要处理

好美国的内政， 特别是恢复国内的政治领导能力。②

与美国相比， 中国的综合实力近年来不断加快追赶美国的步伐， 在经

济和技术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于 ２０１０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许多机构预测中国至迟在未来 １０—１５ 年内将超越美国。 中国的货物贸易

在 ２０１３ 年跃居全球首位，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也直逼美国 （见表

１）。 ２００６ 年， 美国是 １２７ 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仅是 ７０ 个

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仅仅 ５ 年后， 中国已是 １２４ 个国家和地区的

最大贸易伙伴， 而美国仅是 ７６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此外， 中国还在

２０１０ 年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 尽管之后美国制造业出现

一定程度的 “回归”， 但随着中国科技研发能力的上升和经济进一步转

型， 中国有望继续巩固产业优势并将其不断扩大到其他经济部门。③

表 １　 中美综合实力主要指标对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年）， 按当年美元名义汇率计算

中国 美国

国家

ＧＤＰ 占

世界

ＧＤＰ 的

百分比

贸易额

占世界

贸易

额的

百分比

军事开

支占全

球军事

开支的

百分比

年专利

申请

数量

（万）

排名

世界

５００ 强

企业

数量

国家

ＧＤＰ 占

世界

ＧＤＰ 的

百分比

贸易额

占世界

贸易

额的

百分比

军事开

支占全

球军事

开支的

百分比

年专利

申请

数量

（万）

排名

世界

５００ 强

企业

数量

２００１ ４􀆰 ０ ７􀆰 ８ ３􀆰 ３ ３􀆰 ０ １２ ３２􀆰 ４ ３１􀆰 ９ ３７􀆰 ３ １７􀆰 ８ １８４
２００２ ４􀆰 ３ ９􀆰 ０ ４􀆰 ０ ４􀆰 ０ １３ ３２􀆰 ３ ３０􀆰 ３ ４４􀆰 ９ １８􀆰 ４ １９８
２００３ ４􀆰 ３ １０􀆰 ５ ３􀆰 ６ ５􀆰 ７ １２ ３０􀆰 １ ２７􀆰 ９ ４３􀆰 ４ １８􀆰 ９ １９２
２００４ ４􀆰 ５ １１􀆰 ７ ３􀆰 ９ ６􀆰 ６ １６ ２８􀆰 ６ ２６􀆰 ５ ４４􀆰 ９ １９􀆰 ０ １８９

４３

①

②

③

亚伯拉罕·Ｆ􀆰 老文特尔： 《衰落或复兴： ２１ 世纪初美国的走向》 ，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４５、 １５２—１５３ 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 Ｈａａｓ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ｅｇｉｎ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Ｈｏｕｓ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３ ） ； Ｃ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 Ｋｕｐ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Ｔｒｕｂｏｗｉｔｚ， “ Ｄｅａ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２， Ｆａｌｌ ２００７，
ｐｐ􀆰 ７ － ４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Ｃｈａｕｄｉｎ， Ｈｅｌｅｎ Ｖ􀆰 Ｍｉｌ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ｕｓｔｉｎ Ｖ􀆰 Ｔｉｎｇｌｅｙ， “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ｉｌｌ Ｈｏｌｄｓ：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Ｓｕｒｖｉｖ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１，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０， ｐｐ􀆰 ７５ － ９４􀆰

张晓晶、 李成： 《美国制造业回归的真相和中国的应对》 ， 《求是》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２８—３０ 页。



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

续表

中国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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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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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贸易额

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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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占全

球军事

开支的

百分比

年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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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万）

排名

世界

５００ 强

企业

数量

国家

ＧＤＰ 占

世界

ＧＤＰ 的

百分比

贸易额

占世界

贸易

额的

百分比

军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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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军事

开支的

百分比

年专利

申请

数量

（万）

排名

世界

５００ 强

企业

数量

２００５ ４􀆰 ９ １１􀆰 ３ ４􀆰 １ ９􀆰 ３ １８ ２８􀆰 ２ ２６􀆰 １ ４５􀆰 ０ ２０􀆰 ８ １７５

２００６ ５􀆰 ４ １２􀆰 １ ４􀆰 ７ １２􀆰 ２ ２３ ２７􀆰 ６ ２５􀆰 １ ４３􀆰 ８ ２２􀆰 ２ １７０

２００７ ６􀆰 ２ １２􀆰 ９ ５􀆰 ４ １５􀆰 ３ ３０ ２５􀆰 ５ ２３􀆰 ６ ４１􀆰 ６ ２４􀆰 １ １６２

２００８ ７􀆰 ３ １３􀆰 １ ６􀆰 ３ １９􀆰 ５ ３５ ２３􀆰 ６ ２２􀆰 ５ ４２􀆰 ４ ２３􀆰 ２ １５３

２００９ ８􀆰 ５ １５􀆰 ７ ７􀆰 ３ ２２􀆰 ９ ４３ ２４􀆰 ５ ２２􀆰 ２ ４３􀆰 ７ ２２􀆰 ５ １４０

２０１０ ９􀆰 ２ １７􀆰 ６ ７􀆰 ６ ２９􀆰 ３ ５４ ２３􀆰 ２ ２２􀆰 １ ４２􀆰 ８ ２４􀆰 ２ １４０

２０１１ １０􀆰 ３ １８􀆰 ２ ８􀆰 ５ ４１􀆰 ６ ６９ ２１􀆰 ８ １８􀆰 ７ ４０􀆰 ９ ２４􀆰 ８ １３３

２０１２ １１􀆰 ３ １９􀆰 ３ ９􀆰 ６ ５３􀆰 ５ ７９ ２２􀆰 ３ ２２􀆰 １ ３９􀆰 ０ ２６􀆰 ９ １３２

２０１３ １２􀆰 ３ ２０􀆰 ４ １０􀆰 ８ ８２􀆰 ５ ９５ ２２􀆰 ４ ２１􀆰 ９ ３６􀆰 ６ ２８􀆰 ８ １３２

　 　 资料来源： ＧＤＰ 数据源自世界银行； 贸易额包括货物与服务贸易， 数据源自世界贸易组织及

美国国家统计局； 军事开支数据源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 ＳＩＰＲＩ） ； 年专利申请数量源自

世界银行； 排名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数量源自美国 《财富》 （Ｆｏｒｔｕｎｅ） 杂志， 其中 “中国” 包括中国

大陆及港澳台地区。 表格为作者自制。

在军事领域， 中国的军事技术和军费开支都迅速提升。 中国国防开支

按 ２０１１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４５４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７１４ 亿美元， 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１１％ ， 军事开支占全球军事开支的百

分比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３􀆰 ３％ 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０􀆰 ８％ ， 虽然与美国仍有巨大差

距， 但这一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 ２００５—２０１３ 年中国

的陆军力量包括军队人数有所收缩， 但海军和空军力量， 特别是舰艇数量

及战斗 机 数 量 和 质 量 都 有 大 幅 上 升。① 据 美 国 环 球 军 力 网 （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ｒｅｐｏｗｅｒ） 的最新统计， 即便不考虑核武器因素， 中国的军事实力也正在

５３

①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Ｈ􀆰 Ｃｏｒｄｅｓｍａｎ， Ａｓｈｌｅｙ Ｈｅｓｓ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Ｓ􀆰 Ｙａｒｏｓｈ，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 ２０１３， ｐｐ􀆰 ３０７ －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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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接近排名第一、 二位的美俄两国， 而且将排名第四位的印度远远抛在

后面。①

不但如此， 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通过 “中国模式” 和中国传统文

化彰显其日益增强的软实力。 在发展模式上， 不少发展中国家羡慕中国的

发展经验， 西方国家也感到其 “华盛顿共识” 受到了所谓 “北京共识”

的挑战。② 甚至有学者称， 中国模式的日益成功， 不仅反衬出 “华盛顿共

识” 的衰落， 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南北关系， 甚至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结成

比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万隆会议上缔结的联盟更牢固、 更有发展潜力的 “新

万隆联盟”。③ 此外， 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对外吸引力也在持续扩大。④

总之， 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 尤其是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在综

合实力各项指标上正全面快速追赶美国， 使美国各界感到愈来愈大的压力。

（二） 中美战略方向的调整

在实力对比发生变化之时， 以 ２０１０ 年为分水岭， 美国和中国几乎同

时对外交战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⑤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美国 “ 重返亚洲 ”

（Ｐｉｖｏｔ ｔｏ Ａｓｉａ ） 战 略———之 后 更 名 为 “ 亚 洲 再 平 衡 ” （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ｏ

Ａｓｉａ） 战略———的正式出台， 标志着美国已公然将制衡中国作为自己外交

与安全战略的首要方向。 该战略主要涵盖以下三个层面。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ｒｅｐｏｗｅｒ，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２７，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ｆｉｒｅ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ａｓｐ􀆰

Ｓｔｅｆａｎ Ｈａｌｐｅｒ，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ｌｌ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ｓ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０） 􀆰

乔万尼·阿瑞吉、 张璐： 《超越华盛顿共识： 新万隆联盟？》 ， 《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 第 ４４—５８ 页。
例如， 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 中国已在全球 １２３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４６５ 所孔子学院以及 ７１３ 个中

小学孔子课堂， 积极开展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活动。 再如， 外国来华留学人数 ２００１ 年仅有 ５ 万余

名， ２０１３ 年则达到创纪录的 ３５􀆰 ６ 万名， 来华留学生总数、 接收留学生单位数及中国政府奖学金生

数三项均创新高。 参见宗河 《２０１３ 年我国双向留学总数稳步增长结构逐渐优化》 ， 中国教育新闻

网，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ｙｂ􀆰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ｚｗｙｊ ／ ２０１４０２ ／ ｔ２０１４０２２２＿ ５７１０５８􀆰 ｈｔｍｌ。
２００９ 年中美关系高开高走， 而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美国宣布对台军售、 ２ 月奥巴马在白宫接见达

赖， 构成了中美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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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在外交上重新重视亚太地区， 尤其是强化与亚太一些国家的盟

友关系。 同小布什本人在任 ８ 年仅有 ５ 次访问除中国外的东亚国家相比，

奥巴马总统在不到 ６ 年时间里已 ７ 次访问这一地区， 包括连续两年参加东

盟峰会和东亚峰会。 其他政府高官和国会议员的访问也更加频繁。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 中国在南海与菲律宾和越南、 在东海与日本发生了岛屿和

海洋权益争端。 针对这些争端， 美国口头表态不选边站队， 但实际上却支

持中国的对手。 这些均表明， 美国开始重新重视亚太地区， 要平衡中国不

断上升的地区影响力。

第二， 积极建立旨在防范中国的地区军事安全网络。 虽然美国在全球

层面呈战略收缩态势， 但在亚太地区， 美国不断加强军事部署， 如决定在

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 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 以及计划

在 ２０２０ 年前将 ６０％ 的战舰部署在太平洋等。 同时， 奥巴马政府还通过一

系列军事合作和战略安排， 进一步加深与日、 韩等同盟国， 与新加坡等战

略伙伴国以及与印度尼西亚、 越南等 “潜在伙伴国” 之间的军事安全关

系， 从而不断强化其在亚太安全议题上的领导权。

第三， 通过 “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 （ ＴＰＰ） 重塑由美国

主导的亚太经济体系。 ＴＰＰ 是奥巴马执政以来国际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 美国试图通过 ＴＰＰ 实现其在亚太的多重战略目标： 通过重建对美国

有利而对中国不利的国际贸易规则削弱中国的贸易优势；① 邀请部分东盟

国家参与以间接消解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凝聚力； 通过经济合作强化其亚

太盟友体系， 巩固由美国主导的亚太权力格局； 对东亚地区互补性垂直型

的生产网络进行切割， 同时强化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确保美国在亚太经

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总而言之， 美国 “亚洲再平衡” 战略在外交、 军事和经贸三个层面

同时展开并互相促进， 根本目标在于制衡中国快速崛起， 确保美国的全球

７３

① 李巍、 张玉环： 《奥巴马政府国际贸易战略走向与中国的应对》 ， 《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 期， 第 １２１—１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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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地区领导权。

从中国方面来讲， 也正逐渐放弃被动的韬光养晦， 变得更加奋发有

为。 首先， 中国开始奉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战略， 并不断进行外交理念

的创新， 以此化解来自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压力。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提出并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尽量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稳

定， 避免两国陷入冲突或对抗； 二是贯彻 “亲、 诚、 惠、 容” 的周边外

交理念， 大力巩固和提升与周边各国的关系， 深入推进地区合作， 营造一

个稳定良好的周边环境； 三是深化同欧盟在安全、 经贸、 文化等方面的交

流合作， 进一步构建双方 “利益共同体”； 四是加强与非洲及拉美地区发

展中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往来， 并积极推动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之

间的团结协作。①

其次， 更加坚决地维护主权领土权益和自信地展示军事实力。 中国在

周边领土和岛礁争端中态度更加坚决， 手段更加有效。 无论是在中日钓鱼

岛争端， 还是同菲律宾在黄岩岛及仁爱礁海域的对峙当中， 中国都无惧来

自各方的压力和恫吓， 坚决捍卫主权和正当权益。 同时， 中国也不吝展示

自身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 近年来， 中国接连不断地推出新型导弹、 潜

艇、 深海探测和卫星导航等技术， 特别是 ２０１２ 年 “辽宁” 号航空母舰下

水， 给美国及全球战略界以巨大冲击， 甚至有人以 “中国龙的新牙” 来

形容。②

再次， 中国在经济外交领域中更加积极， 进一步通过经济力量来实现

各种国际目标。 一是开始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按乐观预计， 人民币未

来十年将发展成一种与欧元、 美元并驾齐驱的主要国际货币。 人民币的快

速崛起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寻求更大利益的一个突出标志。 二是提出

建设 “一带一路” 战略， 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在欧美日传统经济伙伴之

８３

①

②

马学玲： 《习近平创中国外交多个 “首次” ： 创新中尽显务实》 ，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ｎ ／ ２０１４ ／ １０１１ ／ ｃ１００２ － ２５８１０７２１􀆰 ｈｔｍｌ。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ｓ Ｎｅｗ Ｔｅｅｔｈ： ａ ｒａｒｅ ｌｏｏｋ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Ａｐｒｉｌ ７，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２１５５２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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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扩大与周边国家的深度合作， 进而寻找经济增长的国际新动力； 另一方

面， 这也是中国通过谋求共同经济发展来稳定周边地缘环境、 共建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方略， 是之前 “睦邻、 安邻、 富邻” 政策的进一步具体化。①

三是一改之前在自由贸易区战略上的保守姿态， 明显加快了区域贸易协定

（ＦＴＡ） 的战略布局， 以足够的定力和决心搭建自己的自贸协定网络， 特

别是加快了与中韩、 中澳 ＦＴＡ 谈判的步伐， 防止由美国自贸区发展带来

的转移效应。②

最后， 中国在国际制度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中正在改变被动的融入者

的角色， 积极进行 “改制” 和 “建制” 的努力。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中国国际制度战略的核心内容便是融入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既有国际制度

体系， 中国也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国际秩序的 “现状国家”， 而非 “修正主

义国家”。③ 但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 中国开始致力于推动既有制度体系的改

革， 包括推动二十国集团 （ Ｇ２０） 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核心平台， 改革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和世界银行 （ＷＢ） 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

系， 以及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不仅如此， 中国还展现了其在

“建制” 方面的努力， 这突出体现为中国在金砖机制框架下积极支持成

立金砖开发银行和应急外汇储备机制， 在东亚 “１０ ＋ ３” 的框架下积极

支持 “清迈倡议” 多边化， 同时积极主导倡议成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 。 总之， 中国正在以强有力的姿态参与国际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建

设。④

综上所述， 基于新的实力关系格局， 中美两国都在进行战略上的重大

９３

①

②

③

④

阚枫： 《习近平 “共同体” 外交理念： 中国思路促国际合作》 ，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ｐｃ􀆰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１０１３ ／ ｃ６４３８７ － ２５８２３８７１􀆰 ｈｔｍｌ。
李巍、 孙忆： 《理解中国经济外交》 ，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第 １—２４ 页。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Ｉａｉ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 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ｔａｔｕｓ Ｑｕｏ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４，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０３， ｐｐ􀆰 ５ － ５６􀆰
对于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改革努力， 详细分析参见李巍 《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 ，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７７—９８ 页； 李巍： 《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 ， 《当代

亚太》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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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以适应战略竞争的时代格局。 在调整过程中， 中美关系逐渐进入一

个决定世界未来的 “关键时刻”。①

三　 中美战略关系的新型特质

在中美实力结构对比发生重大改变以及双方进行系统的战略调整这两

大因素的驱动下， 中美战略关系从之前的模糊不定转向一个日益清晰的新

图景， 一个战略竞争的新时代正在全面到来。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主要的大

国， 中美在全球化时代所呈现出的战略竞争关系， 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一种

新型的大国关系形态， 而与以往大国关系形态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给国际

关系学界特别是中国学者提供了理论创新的重大契机。

（一） 历史上的大国关系类型

自从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孕育出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以来，

近 ５００ 年的国际关系史不断上演大国兴衰、 和战交替的悲喜剧， 也为学

术界研究大国关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② 所谓“大国” ， 通常是

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国家行为体， 它们因地缘、 实力甚至

宗教等原因而能够对国际事务产生显著影响。 在一个特定时间段， 大

国的数量总是有限的， 其数量一般在 ３—５ 个， 因此， 大国关系具有较

强的可观察性。 总体而言， 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

即战争敌对关系、 战略合作关系及冷战对峙关系。③ 理论来源于实践，

０４

①

②

③

门洪华： 《关键时刻： 美国精英眼中的中国、 美国与世界》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 第 １８２—２０２ 页。

Ｋａｒｅｎ Ａ􀆰 Ｒａｓｌｅｒ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１４９０ － １９９０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

陈志敏教授归纳出至少七种国家间关系的形态： 热战敌人关系、 冷战对手关系、 恶性竞争

关系、 良性竞争关系、 双边伙伴关系、 传统盟友关系和共同体成员关系。 但他随后又将这些关系

形态归并为 ３ 种关系， 分别是敌人关系、 竞争关系和朋友关系。 参见陈志敏 《新型大国关系的形

态分析》 ，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第 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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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存在的这三种基本的大国关系形态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

要事实来源。

所谓 “战争敌对关系”， 是指大国之间时刻准备进行战争并且不时爆

发战争， 双方总体上处于一种长期敌对状态。 １８ 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就是

这种关系形态的典型，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这两个欧洲最重要的大

国为了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而不断扩军备战， 并进行复杂的结盟活动， 两

国间先后爆发了 ７ 次大规模战争， 双方的战略敌对关系直至拿破仑彻底战

败方宣告结束。① ２０ 世纪，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更是当时主要大国之间

战略敌对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大国敌对关系的

极端表现形式， 它往往直接导致传统大国的衰落和新兴大国的崛起， 从而

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转折点。

欧洲大国冲突与战争的漫长历史， 为后来的国际关系学者在修昔底

德、 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三个思想巨人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权力政治、 制

衡理论、 结盟理论、 安全困境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等现实主义理论， 提供

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现实主义的悲观立场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历史上大国

敌对关系的悲剧性实践。

所谓 “战略合作关系”， 是指大国之间在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采取

合作行为， 以应对更加严峻的战略威胁或者维持既有的利益和权力分配格

局。 这种关系形态的典型代表， 就是 １９ 世纪初期拿破仑战争后建立在维

也纳体系之上的 “欧洲协调” （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ｒｔ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 即当时的主要大

国———英国、 沙俄和奥匈帝国———以战略合作的方式维持欧洲秩序。② 这

一战略关系形态使整个欧洲和世界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着基本和

平， 与 １８ 世纪的大国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从而进一步佐证了大国关系决

定世界秩序这一基本命题。 这种战略合作关系随着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欧洲

１４

①

②

参见约翰·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 ， 陈景彪等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２００６， 第 ３
章。

对于欧洲协调， 参见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 ， 顾淑馨、 林添贵译， 海南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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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格局而最终走向瓦解。① 此外， ２０ 世纪上半叶， 英美联合应对德国

两次战争所带来的挑战， 也是大国战略合作的主要表现形式。 如果将欧盟

视为一个统一的战略行为体， 当前的美欧关系也属于这种形态。

大国战略合作的实践， 促成了后来以民主和平论、 贸易和平论、 制

度和平论、 集体安全论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民主

和平论者与贸易和平论者认为， 美欧大国关系的实践表明， 共享的民主

制度与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有利于维持大国之间的和平； 集体安全论者

也认为， “欧洲协调” 表明大国可以通过建立集体安全的方式维护整个

体系的和平。 至今仍有不少全球治理理论将 “欧洲协调” 视为最早和有

效的安全治理模式。 大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存在为自由主义者保持乐观提

供了理由。

所谓 “冷战对峙关系”， 是指大国之间采取彼此敌对政策， 在意识形

态上相互攻击、 经济上进行制裁和封锁、 政治上追求结盟对抗和暗中破

坏， 甚至在军事上通过 “代理人战争” 来打击对方， 但双方又在主观意

愿上极力避免直接的恶性冲突， 并且事实上也成功地避免战争的爆发。②

２０ 世纪下半叶的美苏关系为国际关系史贡献了冷战对峙这一大国关系的

典型。 美苏之间的冷战没有演变为热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 核武器的出

现使得美苏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形成了 “核恐怖平衡”。③ 这意味着，

核武器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力量， 在二战之后对大国战略关系形态产生了

深刻影响。

美苏冷战对峙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特别是均势

理论、 威慑理论等众多新的理论成果都是在这一关系形态的实践基础上诞

２４

①

②

③

卡尔·波兰尼认为， 欧洲协调下的权力均衡是维也纳体系维持百年和平的重要支柱之一，
参见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 第 ３
页。

美苏冷战对峙也被认为是 “长期的和平” ， 参见 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 Ｇａｄｄ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

对于核恐怖平衡的相关研究， 参见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 《争论

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 ５ 版） ， 阎学通、 陈寒溪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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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 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峙使得悲观的现实主义开始严肃地考虑大国战争

是可以避免的， 甚至大国之间权力的和平转移也是有望实现的， 从而丰富

和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思想。

由上可见， 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随着大国关系形态的变化而出

现， 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也将促使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的

诞生。

（二）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

通过对历史上的大国关系类型进行梳理和归纳， 人们会发现， 当前正

在逐渐展开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与上述三种大国关系形态有着本质的区

别， 前者呈现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 这种新型模式要求学术界创造

一种超越传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新范式。

首先，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不是敌对战争关系。 中美两国都认为相互间

的大规模战争甚至冲突是不可接受的， 避免双方走向全面冲突在两国国内

具有广泛的共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

“１４ 字方针”， 首要的就是 “不冲突、 不对抗”。 中美关系并没有发展为

一种 “大国政治的悲剧”， 而且短期内也看不到向这种趋势变化的明显迹

象。 这使得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中美必将走

向全面冲突的悲观预言一直没有得到实践经验的佐证。①

其次，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也不是冷战对峙关系。 中国没有试图发起针

对美国的结盟对抗运动，② 没有对与自身截然不同的美国模式 （包括意识

形态） 进行尖锐攻击， 两国在经济上并非相互封闭隔绝， 而是水乳交融；

美国虽然加强了与亚太盟国的合作， 但并不鼓励盟国与中国进行持久对

抗， 美国并没有坚定地采取对华遏制政策， 对中国的人权批评也多为象征

３４

①

②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 ， 王义桅、 唐小松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苏长和认为， 历史上大国关系走向对抗无不先从追求结盟开始， 而 “结伴不结盟” 是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原则， 参见苏长和 《 “比异” 齐飞？ ———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的认识与思考》 ，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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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① 中国不谋求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造既有国际秩序， 而美国也并非

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在既有体系中追求自己日益增长的利益。 总之， 中美仍

然在同一个全球化体系下依照大致相同的基本规则行事。 这就使得结构现

实主义和民主和平论者在解释中美大国关系时都存在严重不足。

最后，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既不是也不可能发展为一种战略合作关

系。 当前，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 包括意识形态分歧、 安全

利益差异以及经贸方面愈加激烈的摩擦。 在可预见的未来， 两国的合作

性利益也难以压倒双方的诸多分歧： 其一， 美国尚难接受中国与美国在

平等基础上联手共治， 从而像当初的 “欧洲协调” 一样维护现有的世界

格局， 而中国也无意担任美国维持世界既有秩序的 “小伙伴” ； 其二，

中美之间缺乏一种更加紧迫的外部战略威胁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因

而也不可能像当初的美英关系及现今的美欧关系一样， 双方结成亲密的

合作伙伴。 这使得关于全球治理和集体安全的各种自由主义理论也难以

完全阐明中美关系。

作为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形态， 当前中美之间一方面具有广泛深入的

双边合作和交流， 同时对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进行及时协调与不同程度的

配合； 另一方面， 双方又在多个领域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 这种竞争并不

表现为你死我活的安全威胁或领土殖民， 而更多是在国际事务中以总体和

平的方式加强竞争。 这是一种 “自己生存也允许别人生存” 的洛克式文

化逻辑。② 总体上，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体现为两国在双边、 区域和全球各

个层次， 以及在政治、 经济和思想等多个领域所展开的对权力地位、 物质

利益和荣誉尊严的争夺。

第一， 权力斗争是国际关系的永恒主题。 在权力地位的竞争上， 美国

４４

①

②

有学者认为美国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一直采取一种 “遏制” 加 “接触” 的两面下注的

战略方针， 参见周方银 《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 ，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２６ 页。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 秦亚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第 ３８３—
３８４ 页。



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

希望继续保持在全球诸多事务中的实际领导力和控制力， 捍卫美国的霸权

地位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① 而中国希望获得与自身实力

增长相匹配的国际权力地位， 特别是在亚太区域事务和国际经济事务中，

中国希望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在亚太区域事务中， 中国相信亚洲人的事务

终将由亚洲人自己解决；② 美国则极力保持对亚太事务的强力介入， 双方

在亚太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权力角逐。③ 在国际经济事务特别是国际金融

事务中， 中国希望能对既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 而美国则极力避免这

种改革威胁自身的权力地位。

第二， 利益争夺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法则。 在物质利益的竞争上， 美国

希望国际规则的制定能更多地反映美国的利益， 在现实国际经济活动中获

得更大份额的财富分配， 希望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依然占据顶端， 同时能够

保证对重要资源的控制； 而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有了更大的利益诉求，

如希望逐步终结美元的霸权地位， 因为美元的主导国际货币地位是美国能

够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超额利益分配的主要原因。 此外， 中国还不断追

求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投资空间， 以及对关键产品的定价权等。④

第三， 尊严维护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除了权力和利益诉求之外，

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还有捍卫尊严、 赢得尊重的精神诉求， 包括对自身价值

观念和宗教文化的保护和捍卫。⑤ 在荣誉尊严的竞争上， 美国担任世界领

导者不单出自对权力的欲望， 也基于对大国荣誉的渴求， 美国希望成为世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约翰·伊肯伯里： 《大战胜利之后： 制度、 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 ， 门洪华译，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８。
习近平在 ２０１４ 年上海亚信峰会上明确指出： “亚洲的事情， 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 亚

洲的问题， 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 亚洲的安全， 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 参见

《倡导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共创亚洲安全合作新局面》 ， 新华网，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１ ／ ｃ＿ １１１０７９９２２７􀆰 ｈｔｍ。
Ａａｒｏｎ Ｌ􀆰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 Ａ Ｃｏｎ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ｉｎ

Ａｓ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２０１１） 􀆰
对于美元霸权的运行机制， 参见李巍 《货币竞争的政治基础》 ，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４５—５０ 页。
理查德·内德·勒博甚至认为， 国家有时甚至会牺牲财富或者安全来追求自尊， 参见理查

德·内德·勒博 《国家为何而战》 ， 陈定定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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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 “灯塔”， 因此不惜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 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百年

屈辱历史的国家， 则希望实现民族复兴， 成为国际体系中受人尊敬的大国

和强国， 中国希望走独立自主而非依附性的国家发展道路。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习近平主席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所诠释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第

二条内容就是 “相互尊重”。 中国的历史耻辱感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追求

更多的尊严和尊重提供不竭的动力， 成为世界理解中国外交行为特征的重

要切入点。①

概言之， 在中美战略竞争时代， 两国将保持一种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

作伙伴的复杂关系。 一方面， 中美将在宏观战略层次积极争夺国际事务的

主导权； 另一方面， 双方又将在微观层次积极寻求合作和利益共赢。 二者

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共同构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质。 这种高度

复杂微妙的关系形态， 令既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中美关系时显得捉

襟见肘。

四　 中美新型关系的驱动机制

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中美战略关系的形态正

在成为塑造世界格局基本走向和国际体系运行特征的核心动力。② 理解中

美新型战略关系所凸显的新特点及背后的逻辑， 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

个新的增长点， 对于正处于理论创新 “焦虑” 中的中国学界尤其具有特

殊而重大的意义。③

中美关系之所以形成新型战略竞争态势， 而非陷入随时可能发生热战

６４

①

②

③

苏平： 《试析国际关系中的荣誉因素》 ， 《欧洲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２—５０ 页。
Ａｖｅｒｙ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ｉｎｇ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Ｄａｎｇｅｒ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Ｕ􀆰 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３７， Ｎｏ􀆰 ４，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 ｐ􀆰 ５８􀆰
李巍、 唐健：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 ，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４ 年

第 ４ 期， 第 ４０—５８ 页。 过去的近 １０ 年里， 主要由现实主义学者发起的关于中国崛起的诸多研究，
都体现了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研究自身来创建普遍性理论的努力。 目前， 这一课题显得比任何时候

都更加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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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冷战的战略敌对， 主要是因为当今塑造大国关系的三大机制正在发挥愈

来愈大的作用， 阻止了中美战略关系滑向以冲突与零和博弈为基本特征的

“修昔底德陷阱”。

（一） “战争恐怖平衡”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ｒ ｔｅｒｒｏｒ） 机制

二战以后， 美苏相互确保摧毁的 “核恐怖平衡” 直接遏制了两国之

间的一场热战， 从而为国际关系史贡献出 “冷战” 这一特殊的大国关系

形态。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 “核恐怖平衡” 机制转化为更为全面的

“战争恐怖平衡”， 即大国之间不仅恐惧 “核战争”， 而且对一般性的战争

都产生了恐惧， 更不用说大国战争了。

首先， 发动战争的政治和经济成本异常高昂。① 在战争高科技化的今

天， 战争愈加体现出资本密集型特征， 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基础。 据美国

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估算， 伊拉克战争的经济成本便高达 ３ 万亿

美元。② 除了要看经济成本， 随着政治民主化逐渐深入人心， 发动一场战

争还将带来高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成本。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 政治

家在进行战争动员时都比以往面临更多的困难。

其次， 以战争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变得日益困难。 过去， 发动战争的

主要目的是实现领土兼并和财富掠夺， 而今天， 由于国际体系性质的变

化， 领土兼并已经难以实现， 国家可以通过战争之外的其他方式特别是科

技进步和贸易开放， 更加有效地完成财富增长的目标。③ 因此， 战争已非

国家实现政治或经济目标的最有效手段。

美国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发动了两场战争并很快取得战场上的胜利， 但

并未获得十分显著的政治和安全上的收益。 相反， 美国至今仍然深陷

７４

①

②

③

阎学通： 《历史的惯性： 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３， 第 ３２—３３
页。

Ｇ􀆰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琳达·Ｊ􀆰 比尔米斯： 《三万亿美元的战争： 伊拉克战争的真实

成本》 ， 卢昌崇、 孟韬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７） 􀆰



国际政治科学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战争后时代” 的泥潭之中， 这使得美国战略界对于战争究竟能在多大程

度上解决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 从中国方面看， 自 １９７９ 年以来中国一直

避免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冲突， 包括至关重要的台湾问题和周边领土争

端， 这既有对战争成本的担心， 也有对战争有效性的考虑。

由于认识到一场大规模现代化战争成本高昂且难有赢家， 中美两国在

安全关系上存在一种 “战争恐怖平衡”， 双方均尽力避免任何形式的战争

在两国之间发生。 不仅如此， 美国甚至经常约束盟友， 使之不要卷入与中

国的军事冲突。 中美双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对两国绝不可能发生战争，

特别是大规模战争， 有着极为清晰而坚定的认知。 对战争的厌恶或者恐

惧， 使得中美都只能选择战争之外的方式来解决两国矛盾。 国际体系中国

家所面临的安全压力大大减少， 战争已不必是 “大国之间政治的延续”，

这对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基础提出了新的挑战。①

（二） “复合相互依赖” 机制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最早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如何影响国际

关系这一经典命题， 但他们当时的分析视角更多地集中于美欧关系。② 如

今， 这种复合相互依赖不仅在美欧等战略合作伙伴之间发挥作用， 而且开

始对中美这两个战略竞争对手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包括经济、 政治和社

会等多层次的相互依赖， 使得中美像两个齿轮一样紧密咬合在一起， 必须

按照相同的节奏转动才能正常运转， 这种关系形态有效抑制了中美竞争行

为向恶化的程度发展。

首先， “复合相互依赖” 机制在中美之间形成了利益交融格局。 这是

当今中美关系与当初美苏关系的根本区别之一。 冷战时期， 美苏双方除了

８４

①

②

杨原一直致力于解释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行为逻辑， 参见杨原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

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 第 ５—３２ 页； 杨原： 《武力胁迫还

是利益交换？ ———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 ，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９６—１１６ 页。

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 （第 ３ 版） ， 门洪华译， 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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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之外， 几乎处于两个完全

独立而相互对立的体系中。 今天， 中美之间的 “齿轮咬合” 使得双方必

须小心维护双方利益的共赢领域， 这既表现在双边层面上， 也表现在全球

层面上。

在双边层面上， 中美高度的相互依赖使彼此都相信能从对方的繁荣、

和平与稳定中受益。 ２００８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 中国积极配合美国主导

的应对危机的国际努力， 而不是 “落井下石” 借机破坏， 这是因为美国

的经济复苏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同样， 美国也希望看到一个

稳定发展而非动荡不安的中国。

在全球层面上， 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与一个彼此隔绝的世界最大的不

同在于前者面临众多的全球公共问题， 它对强有力的合作产生巨大需求。

在全球安全治理中， 中美两国都有维护地区稳定的需要， 特别是在防止核

武器扩散、 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需求。 在全球经济治理

中， 中美虽然有一些分歧， 但双方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繁荣、 维护全球

经济和金融稳定方面持有共同的目标。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 中美都有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保障环境安全的内在动力。 此外， 两国在防止跨国疾病、

打击共同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具有广泛的合作利益。

中美 “复合相互依赖” 所带来的不单是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 它之

所以能够对国际关系形成持久的影响， 还在于它消弭了国家对于相对收益

的理性算计。① 因为大量不同领域、 不同层次的共同利益交织在一起， 使

得任何理性的观察者都很难判断， 究竟哪个国家在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

获益更多， 这会使那些即便极力追求相对收益的国家， 也很难采取行动破

坏相互依赖的体系。 具体到中美关系， 我们的确很难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开始的中美复合相互依赖进程来判断究竟是美国获益更多， 还是中国获益

９４

① 许多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 相对收益比绝对收益更加重要， 因此， 国际体系仍然以冲突为

主要特征。 对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争论， 参见罗伯特·鲍威尔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相对收益和

绝对收益》 ， 载大卫·Ａ􀆰 鲍德温主编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 肖欢容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０１， 第 ２０９—２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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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其次， “复合相互依赖” 机制增加了中美冲突的成本， 所谓 “打断骨

头连着筋” “伤人一千， 自损八百” 等中国俗语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现， 从

而有望将任何潜在的重大冲突都遏制在萌芽状态。 中美 “复合相互依赖”

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相互依赖， 它体现在政治安全、 生产链条、 经贸流

通、 金融网络、 生态环境、 人员往来等多个维度， 若割断中美之间的

“复合相互依赖” 关系， 不仅会严重损害两国各自的利益， 还将危及全球

许多国家的正常生存。 不仅如此， “复合相互依赖” 虽不能消除依赖方的

矛盾和冲突， 但可以防止它们 “撕破脸”， 并使对方因为投鼠忌器而难以

采取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打击对方。

最后， “复合相互依赖” 机制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中美都必须

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制度和规则网络之中。 国际事务的复杂性使得规则和制

度须臾不可缺少， 而国际制度之所以重要， 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提供了可重

复的博弈平台， 从而增加了承诺的可信性。 “复合相互依赖” 机制， 一方

面确保中美始终处于同一制度体系之下， 而不像当年美苏那样主导着两个

相互对立的体系； 另一方面， 它又约束着中美对彼此的行为， 使其具有更

大的可预期性。 例如， 自中美建交以来， 两国在政治、 经济、 军事和人文

等多个方面已经建立上百个交流合作机制， 这不但有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

互信， 还能在日常交流中不断促进双方的彼此理解和共同认知。 有学者认

为， 这些交流机制的建立， 本身就是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有萌芽性

质的表现”。①

（三） “竞争形式软化” 机制

国际冲突和战争的三大驱动力———对权力、 财富和尊严的竞争———在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年代， 都已经改变形式。 在传统国际关系中， 军事力

０５

① 赵晓春： 《未来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可能性描绘》 ， 《人民论坛》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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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战争能力是决定权力地位、 财富分配和荣誉尊严的主要方式， 而在创

新制胜时代， 国家更愿意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来谋求权力、 财富和尊严，

大国竞争的方式已经由以战争为终极表现形式的 “硬竞争” 转化为以创

新力比拼为根本表现形式的 “软竞争”。

第一， 对新技术的控制和垄断成为国际权力的重要来源， 科技竞争成

为国家争夺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 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往往在国内体现为对

暴力的垄断， 在国际层面则体现为拥有及使用暴力的强大能力与优势地

位。 然而， 科技的不断进步改变了权力的获取方式， 使得国家更愿意通过

谋求科技优势来获取权力， 当代大国均倾向于凭借技术垄断而非强力攻击

对方来增强自己的权力地位。

第二， 科技和制度创新导致全球财富总量迅速提高， 改变了国际财富

分配的零和机制。 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 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十

分有限， 财富的增量很小， 如何分配固有的财富成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主

题。 不仅如此， 创造财富的主要方式就是增加人力和资源投入。 因此， 对

人口、 领土和资源的争夺成为国际战争的核心动力， 无论远古的部落战

争， 还是封建时代的兼并与掠夺战争， 抑或近代的殖民战争和民族战争，

都反映着财富争夺的根本诉求。 即便是中世纪的宗教战争， 也被认为是打

着宗教信仰的旗帜行财富掠夺之实。 工业革命之后， 随着全球自由市场的

形成， 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日益成为财富增长的首要来源， 从而改变了财

富获得及在国家间分配的机制。① 一方面， 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增

强， 国家之间可以通过科技和制度创新更有效地增加自身财富， 而掠夺性

战争则显得愈加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 科技和制度创新也削弱了人类创造

财富时对人力、 资源和土地的依赖， 从而缓解了国家间围绕土地、 资源等

展开的零和竞争压力， 也削弱了国家对于领土、 人口、 资源等传统要素的

１５

① 例如， 新加坡、 韩国、 日本以及北欧等资源稀缺国家依靠科技和制度创新， 均实现了经济

上的巨大成功； 而一些拥有丰富资源的国家， 如许多中东国家、 俄罗斯以及部分拉美国家， 则长

期陷入 “资源诅咒 ” 中难以自拔。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ｓｅｃ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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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 总之， 科技创新使人类走出了 “马尔萨斯陷阱”， 摆脱了因为财富

争夺而产生的零和博弈。

第三， 科技和制度创新能力逐渐成为国家获得荣誉和尊严的关键手

段。 在国际社会上受人尊重的国家不再是那些黩武好战的强权国家， 而是

拥有强大科技创新能力和更加公平高效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等制度

的国家。

总之， 过去几十年的科技进步和制度发展使大国竞争的形式不断

“软化”， 以创新力为核心的科技和制度竞争正在取代以军备为核心的武

力竞争， 这为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围绕权力、 财富和尊严进行的零和博弈乃

至恶性冲突创造了新的契机。

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 历史上大国之间总体都呈现冲突和敌对关系。

然而， 在 “战争恐怖平衡” “复合相互依赖” “竞争形式软化” 这三大机

制的驱动下， 中美关系有可能逐步减少甚至突破现实主义者所称的不可调

和的结构性矛盾， 从而使两国展现出一种和平的战略竞争关系。 简言之，

“战争恐怖平衡” 使双方都害怕恶性冲突， “复合相互依赖” 机制使双方

都不愿发生恶性冲突， 而 “竞争形式软化” 机制使双方都不需要发生恶

性冲突。

尽管如此， “修昔底德陷阱” 这一结构现实主义的经典命题在今天的

国际体系中仍难根除， 中美若想共同塑造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形态， 还需

要双方的战略决策者不断努力， 对这种和平竞争的关系进行有效管控和有

利引导。 从 ２００３ 年提出 “和平崛起” 到 ２０１２ 年提出 “构建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 以来， 中国一直向世界展示努力打破传统的大国对抗冲突逻辑

的良好意愿， 积极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 进而破除

“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 的历史魔咒。 相似的， 美国也并没有对华采

取二战后对苏那样的强力遏制政策， 而是对中国的不断崛起表现出相当程

度的接纳和审慎乐观。 未来， 随着双方对各自的战略、 政策和对外行为进

行更加灵活有力的调整， 中美有望逐渐适应对方的新角色并在维持和平的

基础上展开越来越多的良性竞争。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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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与小国只能被动适应国际体系结构相比， 大国因拥有较多的权力资源

和行为能力而具有更多的空间来主动塑造国际体系。 因此， 大国一直是历

史和理论的书写者。

由于实力结构改变及双方的战略调整， 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

的变化， 即从之前的战略模糊关系逐渐转变为战略竞争关系。 然而， 由于

“战争恐怖平衡” “复合相互依赖” “竞争形式软化” 三大机制的共同作

用，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并没有演变为传统上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敌对关系，

而是在竞争中伴随着大量的合作行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本质就是， 一

方面双方是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 另一方面双方又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虽然中美战略关系呈现出一些新型大国关系的特质， 但它并不意味着

中美关系将自动进入一个和谐的关系形态。 中美两国要彻底超越历史， 建

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和平竞争关系， 根本在于双方能否在实践中继续发挥和

强化上述三大机制保和平、 促合作的功能。 这种实践上的不确定性的确也

给观察者的理论创造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但同时也带来无穷的发展

空间。 社会科学规律与自然科学规律的最大区别在于， 人的主观行为可以

塑造规律。 中美基于战略竞争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 为国际关系理论发

展出超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范式重大创新提供了可能。 由于中国首次

成为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 这也给中国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

新提供了绝佳契机。

３５




